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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污染场地修复工程，以其短期、在较小空间尺度内产生高强度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而受到广泛关注。在全球环境变化及“双

碳”政策背景下，污染场地的绿色可持续修复成为必然趋势。降低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碳排放水平，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实现修

复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然而，目前我国污染场地修复行业仍存在碳足迹评估技术研究不充分、绿色可持续修复理念贯彻

不深入等问题。本文梳理了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以修复行为的碳足迹核算为着力点，综述了基于绿色

可持续修复理念的碳足迹核算研究进展与案例分析，从场地、区域和宏观的不同尺度层面探究了污染场地修复评估方法体系中碳核

算相关工作。在气候变化的全球背景下和“双碳”政策的国家背景下，污染场地碳足迹核算将为我国修复行业实现减污降碳、推进

绿色低碳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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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ediation projects on contaminated site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or their high-intensi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t small spatial scales in short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policy,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of polluted sit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level from remediation project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t can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realiz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remediation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assessment technologies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storation in Chinese polluted site remedi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of polluted sites, focuses on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of remediation behaviou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cases of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and explores the related work of carbon accounting in the assessment method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from site, region and macro scal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ational context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policy,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remediation industry to reduce pollution and carbon, and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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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对全球生态环

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据欧洲环保署估测，欧

洲经济区成员国存在潜在污染场地约 250 万个[1]；美

国则大约有 294 000 个污染场地亟待清理和修复[2]。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约有 16% 

的土地采样点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3]。加强我国污

染场地的修复手段与治理技术研究，是践行“美丽中

国”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保障。随着

污染场地修复行业的不断发展，各类修复技术在不断

进步。我国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以化学氧化/还原、热

脱附、固化/稳定化、抽出处理等技术为主，并向原

位修复和异位修复相结合的方向转变[4]。无论采取何

种修复技术，污染场地修复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二次环

境影响以及资源、能源消耗。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

避免过度修复的情况发生，绿色可持续修复成为修复

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和必然趋势。绿色可持续修复强

调综合考虑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净影

响，着力于减少修复过程中的二次环境污染以及能

源、材料的消耗。近 20 年，绿色可持续修复理念在

专业修复技术规范、政府指导性政策制定以及学术研

究等方面不断渗透[5]。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兴起是一个

重要里程碑，修复行业将会重塑，建立新的标准和技

术规范供从业者遵循[6]。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绿色

可持续修复发展起步晚，缺乏有效评估和监管，亟待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因地制宜地

完善和发展。 

结合气候变化的全球背景以及“双碳”政策的国

家背景，切实将绿色可持续理念贯穿于场地修复中具

有重要意义。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是科学评价污染场

地修复环境影响和可持续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

实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核心着力点之一。在我国现有

实践和政策基础上，实现绿色可持续修复有必要加快

从场地、区域和宏观 3 个尺度完善修复行业碳足迹评

估体系，全面实现污染场地修复减污降碳和绿色可持

续发展。本文通过对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发展、

存在问题和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计算方法及案例的

梳理，为推动我国修复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中的低碳

化转变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 

碳足迹是环境足迹中的一种，一般用于表征产

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内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

排放[7]，单位是二氧化碳当量(CO2-eq)。根据尺度分

类标准，碳足迹可以分为个人碳足迹、产品碳足迹、

家庭碳足迹、城市碳足迹以及国家碳足迹；根据产业

或部门分类标准，碳足迹则可以分为工业碳足迹、交

通碳足迹、建筑碳足迹、供水系统碳足迹、医疗卫生

碳足迹等[8]。碳足迹的计算方法主要可以分为 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清单法、自下而

上的过程分析法(基于生命周期评价)和自上而下的

投入产出法[8-9]。IPCC 清单法实用性较强但会产生遗

漏项，不确定性较大；生命周期评价法详细、全面，

适用于微观层面的碳核算，但其较为复杂，边界的确

定过程中会产生截断误差，且缺乏影响评价过程中本

地化的特征因子；投入产出法能够综合反映直接和间

接碳排放，适用于宏观层面的碳核算，但对数据量的

要求较高，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碳排放水平核算可以作为

环境可持续性的定量参考，将切实推进污染场地修复

绿色、低碳、可持续实践，推动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完

善和发展。从场地、区域和宏观 3 个不同维度对修复

活动的可持续性进行科学度量和定量评估，可为低碳

修复技术优化创新、区域碳减排策略协调以及修复行

业宏观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图 1)。 

1.1  场地尺度碳核算 

通过对污染场地修复进行碳核算，一方面可以了

解各子过程的碳排放水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减

少修复行为碳足迹；另一方面可以对修复的备选方案

进行碳足迹数据综合比对，从而选择环境效益更优的

修复方案。场地尺度碳核算的常用方法包括美国环保

局(EPA)提出的环境足迹评估电子表格 SEFA、美国可

持续修复论坛提出的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以及

由不同国家或机构开发的碳足迹计算器，如美国空军

工程与环境中心开发的土壤修复工具(SRT)、美国海

军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发的 Site Wise 工具以及

Tauw 二氧化碳计算器等。一些学者在 LCA 的基础

上，引入混合 LCA、基于投入产出的 LCA(IO-LCA)

等方法进行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和环境影响

评价 [10-11]，为碳足迹核算提供了更加准确和多样的

方法。 

环境足迹分析在北美场地修复绿色可持续评价

中应用较为广泛，是美国环保局绿色修复评价的重要

环节之一，并发布了 SEFA 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分析修

复项目的环境足迹。纳入 SEFA 工具的指标与美国环

保局提出的绿色修复核心要素保持一致，包括能源使

用、温室气体排放、NOx、SOx 和 PM10 排放、水资

源利用等。Huang 等[12]采用 SEFA 工具对比不同情景

下总石油烃(TPH)污染场地修复的环境足迹，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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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场地、区域和宏观 3 个不同尺度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方法 
Fig. 1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methods for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at site, regional and macro scales 

 
明，采取化学氧化修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远大于生物

修复(分别为 118.414 t 和 15.64 t)；结合田间规模种植

测试结果发现，经过生物修复的污染土壤更肥沃，更

具生物活性，是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修复方法。

Ali Khan 等[13]采用 SEFA 工具量化巴基斯坦某污染

场地 3 种不同修复情景下的环境足迹(即完全不使用

任何可再生能源的修复；使用少量可再生能源的修

复；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修复)，根据核算及对比

结果，指出将可再生资源应用在场地修复中能够有效

减少超过 68% 的环境足迹。 

在场地尺度，基于绿色可持续修复的碳核算案例

以 LCA 法的应用最为广泛。Favara 等[14]认为 LCA 法

是对当前产品或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材料获

取到生产、使用、报废、回收和最终处置(“摇篮”

到“坟墓”)中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评估。LCA 法共

包括 4 个步骤：目的与范围确定、清单分析、影响评

估和解释说明。 

LCA 法广泛应用于场地尺度建设用地修复工程

和农用地修复工程的碳核算。Harbottle 等 [15]通过

LCA 法比较了建设用地污染土壤分别采用原位固化/

稳定化技术与挖掘填埋的碳排放水平，并对不同修复

方法的子过程进行了碳足迹核算，结果表明，与挖掘

和填埋处置相比，固化/稳定化技术在废物产生、运

输和原材料的使用等阶段的碳排放水平较低，是更加

低碳的修复方案。Sparrevik 等[16]通过 LCA 法比较了

工业污染沉积物中主动和被动薄层封盖备选方案与

自然恢复的环境足迹，确定了修复方案的优先级和优

化方案，实现了沉积物可持续管理。Ferdos和Rosén[17]

采用 LCA 法对比分析了瑞典 2 个工业污染场地 21

个修复场景的碳足迹，结果发现，长途运输残渣的修

复技术产生显著碳足迹，船舶的残余运输将导致更高

的温室气体排放。Hou 等[18]采用 LCA 法比较了中国

南方汞污染农田土壤修复场地中热解吸和土壤固化/

稳定化处理的碳足迹，结果表明，高温解吸法处理每

吨受污染土壤将排放 357 kg CO2-eq 的温室气体，而

使用煤基粉末活性炭固化/稳定化处理则排放 36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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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q 的温室气体。分析各个修复方案关键环节的

碳足迹排放，将为进一步制定绿色可持续修复方案及

改善环境效益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LCA 法应用于场地尺度绿色可持续修复碳核算

的主要目的是优化修复技术，降低污染场地修复碳排

放水平和能源消耗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相关

研究中，一般考虑的是同种技术的不同配置情况。

Vigil 等[19]对所使用的两种不同生物量管理的植物修

复配置进行碳排放水平的比较，发现具有生物质价值

的植物修复方案更具可持续性。Hou 等[20]对比了固化/

稳定化技术(是否使用生物质炭)和两种热解吸技术

(高温和低温)不同配置下的碳排放水平，分析得出，

使用基于生物质炭的粉末活性炭的固化稳定化技术

(从 365 kg CO2-eq 减少至 105 kg CO2-eq)以及在低温

下进行的热解吸(从 357 kg CO2-eq 减少至 264 kg 

CO2-eq)的碳排放量最小。因此，可以根据这些配置开

展技术优化，以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Martins 等[21]

通过LCA法对两种合成零价铁纳米粒子的方法(使用

硼氢化钠的传统方法和使用天然产物提取物的绿色

方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得出以选择更具更加低碳

的合成方法，可降低应用纳米铁的修复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 

由于不同修复措施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

定的 LCA 法和对清单数据所做的假设，因此若使用

方法不恰当，可能会导致从业人员和决策者在选择修

复方案时做出错误决策[22-24]。LCA 法是一项数据密

集型评估方法，数据质量对于评估结果至关重要。为

应对这一挑战，Amponsah 等[25]学者认为应当列出明

确的数据来源说明，对假设进行深思熟虑并明确定义

系统边界，从而更加有效地将 LCA 法应用于场地修

复，减少其不确定性，增加协调性和提高成果的透明

度。针对 LCA 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Favara 等[14]提

出了一个 9 步流程，具体包括确定研究目标和范围、

定义功能单元、建立系统边界、建立项目指标、编制

项目清单(即输入和输出)、评估影响、分析影响评估

结果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解释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估

结果、报告研究结果。该流程提供了一致、透明、可

重复的方法来进行修复项目的足迹分析和生命周期

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LCA 法的局限性。碳足

迹计算器是修复领域场地尺度碳核算的重要工具之

一。碳足迹计算器种类多样、操作简单，通常利用简

单的排放因子公式将电、油、气和煤等消耗量转化为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或者根据运输工具的类型和运输

距离来计算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6]。由于不同碳

足迹计算器的复杂程度和包含的计算项目不同，结果

往往差别很大甚至相互矛盾[27]。在污染场地修复领

域，SRT、Site Wise、Tauw 二氧化碳计算器是常用的

碳足迹计算工具。SRT 一般用于现有修复技术系统的

优化或基于可持续性指标比较修复方案。其纳入的修

复技术包括挖掘、土壤气相抽提、抽出处理、原位生

物降解、热处理、原位化学氧化、渗透反应屏障、长

期监测等；依据的可持续性指标涉及环境、社会、经

济 3 个维度，如 CO2、NOx、SO2 和 PM10 的排放量，

能源消耗总量，资源服务的变化，技术成本，事故风

险等。Site Wise 用于计算修复技术的基础环境足迹，

目前可以提供包括温室气体、能源使用、标准空气污

染物(包括 SOx、NOx 和颗粒物)、用水量、资源消耗

和事故风险等可量化指标的详细评估。Tauw 开发的

二氧化碳计算器主要目的是量化不同土壤修复方案

对环境的影响，包括 3 个带有转换系数的数据库，土

壤修复方案的各个环节(如运输、废物产生等)对环境

的影响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碳足迹计算器仅对修复核心过程的碳足迹进行

核算，并未考虑工厂制造等供应链的排放。为推动碳

足迹计算器在修复领域场地碳核算中的应用，

Sampson 等[28]创建了针对场地修复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工具，用于进行包括供应链排放在内的全生命周期

的碳核算，从而可以对修复过程中的真实碳足迹进行

量化。该工具应用于格拉斯哥 2014 年英联邦运动会

运动员村整治项目，对挖掘和填埋处置、土壤淋洗两

种修复方案进行了比较，发现实际使用的土壤淋洗方

案比挖掘和填埋处理方案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低

14%，是更低碳、可持续的修复方案；同时也使用该

工具对比各个修复环节不同情景碳足迹，发现如本地

采购材料、在工厂制造中使用回收材料、提高运输或

土方工程的燃料效率等都会一定程度降低碳足迹。优

化后的碳足迹计算器对场地碳核算具有重要意义，可

适用于以下场景：①修复前，通过该工具预测一系列

修复方案的碳排放，为修复方案选择提供依据；②修

复过程中，在工作期间收集修复项目的特定数据，用

于指示减排环节和目标；③修复后，采用该工具从财

政或监管角度开展全面的二氧化碳核算，为此后的项

目排放估算和碳排放管理提供支撑。 

投入产出模型于 1936 年由 Leontief[29]首次提

出，用于研究经济系统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后投入产出分析逐渐应用于环境领域，形成以

LCA 法为基础的 IO-LCA 法，该方法能够从宏观层

面，通过各部门的经济关联性来追溯隐性物质消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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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从而量化碳排放和环境影响情况[30]。相

比传统的 LCA 方法，IO-LCA 法不需要大量且复杂

的数据，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且具有更加广泛的边界。

在场地领域，Chen 等[10]使用 IO-LCA 法对比了 3 种

土壤修复技术包括原位封存技术(ISE)、异位热解吸

技术(ESTD)和原位热解吸技术(ISTD)所形成的 4 个

修复方案的碳排放及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并结合社

会、经济因素筛选了综合可持续性最佳的方案。

IO-LCA 法应用于场地碳核算的相关研究较为有限，

其特点更加适用于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于区域尺

度碳足迹核算具有重要意义。 

1.2  区域尺度碳核算 

通过区域尺度碳核算可以从中宏观的角度对区

域温室气体减排和环境管理提供指标度量，一方面可

以为区域协调碳减排策略、开展区域产业规划等提供

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数据中挖掘不同区域碳

排放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策略。在修复

领域，碳核算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场地尺度，区域

尺度相关研究较少。从区域视角对修复领域进行碳核

算，可以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对土壤修复碳排放进行把

握，是推动“双碳”政策实施的重要环节，需要进一

步引起重视。 

区域层面的污染场地碳核算在国内外有初步的

应用。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污染场地的修复活动进行碳

核算，可以充分了解该区域修复碳排放强度特点，为

制定区域碳减排策略提供数据基础。从区域尺度上进

行碳核算一般采取将 LCA 法与其他工具或方法结合

的方式进行。Hou 等[31]认为对于区域或城市级别的碳

足迹评估，使用 IO-LCA 法更加适合同时评估一定数

量的场地碳足迹；其在研究美国旧金山市棕地再开发

对气候变化的缓解潜力时，将棕地再开发所进行的修

复活动的碳足迹作为次要影响；在计算次要影响时由

于城市层面的核算涉及大量站点，采用了 IO-LCA 法

对旧金山市各个污染站点修复活动的碳足迹进行了

核算，结果表明，棕地重新开发利用相比绿色可持续

理念的修复管控，可以使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 70 年

间减少 519 t CO2-eq，相当于 2010 年旧金山市碳排放

水平的 14%。该研究明确了城市尺度的棕地再开发相

比绿地开发具有更低的碳足迹、更高的环境效益，成

为推动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在我国，修复领域区域尺度的碳核算案例较少，

主要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北京市在 2006—2020 年统

计的成规模修复工程项目有 48 个，包括北京染料厂、

北京焦化厂、化工二厂及首钢等重点行业污染地块。

经统计，北京市污染场地原位修复技术主要采用了原

位阻隔、原位化学氧化(ISCO)、原位气相抽提(SVE)

和原位热脱附(ISTD)等 4 种技术；异位修复技术主要

采用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直接安全填埋、常温解吸、

异位热脱附、固化稳定化等 5 种技术。修复后土壤的

最终去向总体分为 3 类：原位回填、安全填埋和资源

化利用。 

区域尺度下的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具有重

要意义和广阔前景。如应用于城市碳足迹的城市碳地

图(CCM)[32]、城市碳网络(CCN)[33]等概念也同样适用

于区域污染场地修复碳排放管理。污染场地修复是点

状的、具有消费行为的环境治理活动；污染场地和处

置终端(水泥窑、填埋场)之间会有污染土的流动，污

染场地和水处理厂之间可能有污水的流动，修复工程

产生的危废固废也有向处置终端的流动。可见，污染

场地修复适于建立区域碳地图、碳网络，以更加直观、

简洁的形式体现区域尺度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对于

未来区域碳排放管理具有积极意义。探究区域污染场

地修复技术适宜性是另一重要方向，也是区域尺度污

染场地碳足迹核算的重要应用。同一个区域尺度下的

污染场地特点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从社会、经济和

环境 3 个角度探究区域最佳污染场地修复方法，可以

有效实现区域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发展。如对于尼日

利亚三角洲大片受到原油污染的场地，Zabbey 等[34]

回顾了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受污染土地的社会、经济和

生态影响以及全球最先进的修复方法，并使用沿海环

境清理案例研究来证明生物修复因其较低的环境足

迹、经济成本，成为尼日利亚三角洲区域修复的首选

方案。但该研究仅通过实例验证的方式对最佳修复方

法进行了选择，缺乏碳足迹核算结果、可持续性评估

结果的数据支撑。 

总体来看，目前区域尺度下的污染场地修复碳核

算相关研究较少，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方法和模型，需

要进一步地探索和发展。结合场地尺度污染场地修

复碳足迹核算和其他行业碳足迹核算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认为区域尺度污染场地修复碳足迹核算可以

采用 LCA 法核算各修复技术的一般碳足迹，得出统

计意义的碳排放水平；在区域乃至更大尺度上，建

立区域场地清单，从而能够根据清单内地块的污染

特征信息预设修复技术路线；最终根据技术路线，

对涉及的污染土类别、修复技术、修复方量赋值碳

排放量并加权合计，实现该区域修复工程碳排放核

算。该方法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可行性，可以成为我

国建立区域尺度污染场地碳足迹核算方法的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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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3  宏观尺度碳核算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双碳”政策的背景下，以现

有制度和实践为基础，我国修复领域亟待借鉴相关经

验，加强从宏观视角对修复行业碳足迹进行评估和分

析。其不仅对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政策制定以及

碳中和、碳达峰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

未来土壤修复和环境管理的减排特点和路径选择提

供方向指引和数据支撑。然而，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

有在宏观尺度上进行土壤修复碳足迹评估的相关研

究，但有相关研究涉及从宏观视角进行全球尺度、国

家尺度碳足迹评估，其使用的技术、方法以及评估思

路可以为土壤修复领域宏观尺度碳足迹评估提供一

定的参考和借鉴。 

Hertwich 和 Peters[35]量化了与全球 73 个国家和

14 个地区的商品和服务最终消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并分析了 8 个类别的贡献，发现在全球范围内，

72% 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家庭消费有关，10% 与政府

消费有关，18% 与投资有关。在澳大利亚，为引入

排放交易计划并合理地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政策，

Wood 和 Dey[36]采用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计算该国

碳足迹，结果发现，2005 年国内总碳排放量为 5.819

亿 t，同时分析了各行业类别温室气体排放量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在英国，Wiedmann 等[37]采取了国际多

区域投入–产出 (MRIO)模型计算了英国从 1992—

2004 年的国家碳足迹，根据计算结果发现，大多数

温室气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排放量显著增

加，生产者和消费者排放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Ivanova 等[38]基于 EXIOBASE 2.3 多区域投入产出数

据库中的消费者支出调查以及环境和贸易细节，发现

不同区域国家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量存在空间异质

性，在 0.6 ~ 6.5 t CO2-eq 之间变化很大，就总排放量

和人均排放量而言，区域贡献的显著差异表明气候变

化责任存在巨大的空间不平等。在我国，Yang 等[39]

使用详细的排放清单以高空间分辨率(10 km×10 km)

绘制了 2012 年全球消费驱动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图，结果表明，国外地区在中国的碳足迹集中在重要

的制造业中心，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平原，中

国约 1% 的土地面积拥有全球 75% 的碳足迹。了解

我国碳足迹热点有利于我国推动下游产业协同减排，

对我国碳足迹热点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知。 

以上宏观尺度的碳核算技术与方法未来可以有

选择地应用在修复领域，为宏观视角下的修复领域碳

核算提供技术支撑。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

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新形势下，如何将污染场地防治与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衔接，形成一套符合生态文

明思想、支撑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

的污染地块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技术和管理体系，是

推动我国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在修复

领域，从宏观尺度上进行碳足迹评估一方面有利于从

宏观视角把握土壤修复碳足迹变化趋势和特点，从而

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将推动构建综合考虑场地

修复社会总投入和生态环境总损失的宏观框架指标，

为实现场地修复环境管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

供支撑保障[40]。 

2  面临挑战与未来展望 

2.1  问题与挑战 

许多学者在进行绿色可持续修复实证研究的过

程中，发现其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挑战(表 1)。也

有学者试图探讨解决该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并对可持

续性修复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综述绿色可

持续修复存在问题的同时，分析其问题内核与碳足迹

核算的关联，可以促进碳足迹核算与绿色可持续修复

协同发展。 

从绿色可持续修复的概念来看，可持续性是一个

偏原则性、多形态的概念，它可以灵活地适应各种需

求，但不易转化为可实施的行动 [6]。Hou 等 [20]和

Prior[20, 52]提出应当更深入地了解可持续性的真正含

义，更多地关注和理解如何将可持续规范、规则和

价值观纳入修复和更多研究以提高其实用性。绿色

可持续修复缺乏系统的、明确的监管要求，应在当

前监管框架内整合可持续修复指标的具体、明确和

共识指南[41-42]。绿色可持续修复过程评估缺乏统一

的标准，需要尽快建立明确的可持续性评估标准和指

南，以用于可持续性评估或修复过程[53]。绿色可持

续性修复设计的环境、经济和社会 3 个维度之间存在

冲突，如何一致且平衡地评估 3 个维度存在困难。为

了更好地识别和权衡，可持续性评估方法和工具应更

具综合性，可持续性目标必须一致并相互兼容，避免

3 重维度之间的冲突[45-47]。 

从绿色可持续修复推进的外部条件来看，也存在

诸多挑战。①缺少鼓励研究、创新和绿色可持续修复

实践发展的财政激励措施，进行可持续修复的可用资

金较为缺乏。一方面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对可持

续修复的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探

究更具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修复方法和技术[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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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双碳”政策背景下绿色可持续修复面临的挑战 
Table 1  Challenges of green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in context of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policy 

类别 序号 面临挑战 应对方式 是否涉及碳足迹核算 参考文献

1 绿色可持续修复概念的偏

原则性与多形态 

深入理解可持续真正含义，将其

规则和价值观融入修复实践，提

高其实用性 

逻辑上包含，具体实施层面

缺失 

[6] 

2 绿色可持续修复缺乏监管

要求 

在当前监管框架内整合可持续修

复指标具体的明确的共识指南 

未纳入社会经济活动碳核算

体系 

[41-42] 

3 绿色可持续修复过程和评

估缺乏统一的标准 

尽快建立明确的可持续性评估标

准和指南 

缺少可实施性强的精准评估

方法 

[43-44] 

内源性问题 

4 绿色可持续性 3 个维度之间

的平衡 

更具综合性特点的可持续评估方

法和工具；一致并相互兼容的可

持续性目标 

行业和全社会的关注度不够 [45-47] 

1 缺少鼓励绿色可持续修复

实践的财政激励政策，缺乏

可用资金 

政府部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探

究更具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修复

技术 

尚未纳入监管考核体系 [41, 48] 

2 涉及利益相关者众多，理解

程度各不相同 

开发评估工具，引入多标准决策

分析协调各方利益 

所有利益相关方不够重视 [41, 49] 

3 相关从业人员以及整个社

会对可绿色持续修复理解

不足 

加强业内人士乃至整个社会对可

持续修复的深入理解 

从业人员缺乏减碳降碳意识 [43- 44] 

外源性问题 

4 难以充分满足客户(例如站

点所有者)的需求 

在修复速度和修复成本之间做好

权衡 

减碳未计入综合成本核算 [50] 

1 其他国家缺乏自主研发、因

地制宜的绿色可持续修复

技术 

加强技术储备，借鉴欧美国家经

验开发适合自己国家的修复技术

缺少低碳绿色的修复技术 [20] 

2 其他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

不利于监管 

结合欧美国家经验重构行政组织

体系，形成有效监管 

尚未纳入行业碳核算和碳计

量体系 

[51] 

欧美以外其

他国家的特

殊障碍 

3 社会不公平现象 – – [50] 

 

②环境修复从业人员以及整个社会对绿色可持续修

复原则的了解不足，对有效地融入修复过程从而对可

持续修复的推广和实施产生了阻碍[43]。为应对这一

挑战，需要加强业内人士乃至整个社会对绿色可持续

修复的深入理解，了解绿色可持续修复的优势所在。

③环境修复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对绿色可持续修

复的理解程度各不相同，难以保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对绿色可持续修复的期望和从业者的行为进行完全

的支持[41, 49]。应对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开发评估

框架和工具，引入多标准决策分析协调各方利益，减

少冲突和矛盾[54]。④难以充分满足客户(例如场地所

有者)的需求。场地所有者是修复行业的关键参与者，

其为修复行为负责并通常做出最终决定。场地所有者

往往希望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清理空置的受污染土地，

以便将其投入生产使用，其需要在修复速度与修复成

本之间进行权衡[50]。 

与欧美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在绿色可持续修复发

展方面还存在着特殊的挑战。首先，由于绿色可持续

修复技术需要因地制宜，而大多数方法是由欧美国家

的实体开发的，在许多方面并不代表其他国家的实际

情况，这也为其绿色可持续修复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 

碍[20]。其次，其他国家还面临着高成本、缺乏监管

和对专业知识的需求等额外挑战。Huang 等[51]针对其

他国家在可持续修复监管方面的问题重新构建了行

政组织体系，以促进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发展和实施。

再次，其他国家由于修复的重点是高经济价值的土

地，从而导致较贫穷的省市可能无法清理受污染的场

地，进而出现社会不公平的现象[50]。除以上相较于

欧美国家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外，我国学者针

对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国绿色可

持续修复发展面临着可持续管理体系与决策机制不

健全、技术力量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各方权责不清

等问题[55]。 

2.2  结论与建议 

虽然绿色可持续修复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

战，但不可否认其强劲的总体发展趋势。在全球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从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外部发展来看，

弹性修复和风险管控将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实

践方向，协同绿色可持续修复可为场地修复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从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内部发展

来看，在场地、区域和宏观 3 个尺度完善污染场地修

复碳核算体系，通过碳核算准确评估和优化修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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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是切实实现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重

要途径，其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起

重要作用，也是绿色可持续修复未来完善发展的方向

之一。 

目前各国业界已经对绿色可持续修复进行了较

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绿色可持续修复虽然

发展迅猛，但其依旧面临着内部、外部的诸多挑战，

需要进一步应对。同时，绿色可持续修复需要不断地

实践和落实，污染场地碳核算作为实现绿色可持续修

复的重要抓手，亟待加强从场地、区域和宏观 3 个尺

度完善其方法体系，从不同维度推动修复领域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 

结合国内外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发展以及碳核算

领域的研究进展，为推动我国修复领域绿色可持续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场地尺度，结合碳足迹核算结果的对比评

估和绿色修复材料、监测自然衰减等技术发展，通过

修复方法的选择和优化，推动污染场地零碳修复与低

碳修复。 

2) 在区域尺度，评估区域绿色可持续修复强度，

制定区域尺度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区划规划，积极

开展区域可持续度评估；建立区域污染场地碳足迹动

态评估机制，为实现污染场地修复绿色可持续发展提

供数据基础和科学依据；强化碳足迹核算结果的指导

作用，推动开展区域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管控碳达峰与

碳中和策略，探索污染场地修复协同减排路径。 

3) 在宏观尺度，尽快建立修复行业碳排放相关

管理标准与核算导则，加强政策引领，完善碳核算方

法体系，促进碳减排监测管理，推动绿色可持续修复

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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